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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影响下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引发的论争

胡金平

［摘    要］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小学教育知识的第二次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教育知识观从知

识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向，也体现为教科书文体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同时还表现为教育知识取

向从实用向人文性方面的转轨。无论哪一种转型，都引发了不同群体的批评。这种基于各自立场的

批评与反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待教育知识转型过程中“经典”与“通俗”、“实用”与“人文”、“文化”与

“兴趣”之间不同取向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  五四运动；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观点论争

在文化学术界，五四运动向有广义和狭义之别。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五月四日当日爆发的爱国

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5年《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的创刊至1927年国民革命胜利之前

的思想启蒙运动。a本文主要就广义的五四而论。广义的五四运动，有时又被学者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引发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等发生剧烈变革的大事件，其对我国教育发展的

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在诸多教育史教材或研究著作中，论及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对于教育观

念、教育知识转型的影响，更多地似乎是将其描绘为一场“摧枯拉朽”、众口一词的转型变革，即使偶尔

提及反对意见，也多以“保守派”“守旧派”等“污名化”方式加以处理，恰恰忽略了教育知识转型过程

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本文目的旨在通过梳理五四时期中小学教育知识转型过程中，基于不同立场、不

同群体的知识人对于当时发生的教育知识转型的态度，呈现多元、复杂的思想碰撞，且从不同视角对

于在五四特殊语境下发生的一些教育变革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教育知识观的转型：从知识本位转向儿童本位

所谓教育知识观，是指对教育知识性质的认识。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知识观是强调教育知识的

经典性、政治性与伦理性。政治性与伦理性自不待言，所谓经典性，是指教育知识地位的权威性、神圣

性，以及价值的永恒性和超越性。这种对于教育知识经典性的强调，在西方教育知识观中同样存在，

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完成儿童的“社会化”似乎是近代中外学者的教育共识。

胡金平，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a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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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教育知识第二次转型的重要标识是教育知识观的变革。作为一

场引发了十余年的思想政治与文化启蒙运动，对于教育知识观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对于原教育知识的取

向、地位、类型等的颠覆。

虽然关于“何为知识”、“何种知识最有价值”一类教育知识观的回答古今不一，但中国自古以来

向以“知识本位”为教材编撰的取向。清末虽然已经关注儿童，但在教材编选方面强调的仍以满足成

人生活需要为目的。民国国体有变，但此时出版的教材尤其是小学教材之中，其编撰的主导思想依然

信守“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传递的“知识”就是成人眼里完成儿童社会化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如由汪

渤、何振武编辑、中华书局1912年出版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体现资产阶级的教育宗旨，

第四册第一课选编了章太炎的《说自由》，第五册第一课编选了《共和国政治》，以培养儿童民主共和思

想；又为体现“注重实利教育”的教育宗旨和顺应“实业救国”的呼声，选编了《葡萄酿酒》《风雨表》

《寒暑表》《铁路》《昆虫之农工业》等与实业教育有关的知识。为了凸显教材的经典性、权威性，这个

时期的教材还特别注意名家名篇尤其是传统经典作品的选录，如汪渤、何振武编辑的《中华高等小学

国文教科书》中，选编了戴名世的《鸟说》《意园记》《醉乡记》《睡乡记》，方孝孺的《越巫》，陆游的《军

中杂歌》，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等。又如，由北京教育图书社编辑、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的《实

用国文教科书》（高小用），第二册选录的课文几乎均为经典名篇，诸如元代刘因的《高林孔子庙记》，

宋代黄庭坚的《与王立之书》、程颐的《养鱼说》、欧阳修的《养鱼记》、苏轼的《记先夫人不残鸟雀》，明

代刘基的《虞孚》，清代彭端淑的《为学》等。

处于新旧社会之交的教科书编撰者们，在教材内容编选方面，一方面努力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将一

些反映时代精神、认知国体政体的内容编入教材，另一方面注重知识的经典性和权威性，关注中国古典

文化的传承。然而这种强调教育知识的“社会性”、“知识性”、“经典性”，忽视儿童特点与儿童生活需要

的教材编写思想，在民国初年便受到深受现代欧美儿童主义思想影响人士的批评。民国初年，蔡元培在

临时教育会议上便提出教育应立于儿童的地位。教育家俞子夷亦主张：儿童是教育的对象，学校内设

施、教员的工作都是为儿童服务的，“学校内学童之地位当若何？曰当为学校之中心也。为学校中心之

学童，为现在之儿童乎？为将来之成人乎？此吾人所急当研究之问题也。”a1916年耕莘在《学习法之刷

新》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小学校教授上实情，既不认儿童为本位，故历来关于教授之方法，普通但称为

教授法，而不称学习法……所谓教师本位及教科书本位，全为教育误点，不可不急行纠正之者也。”b

不过，真正引发教育知识向儿童本位转型的动因，更多地是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流行的民主主

义、个性主义、儿童中心主义指引下对“儿童的发现”或新儿童观的流行。从教育知识性质的变迁看，是

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劳工神圣”等平等观念下“小传统”的边缘知识向教育中心发生位移的投射。

所谓儿童本位的教育知识观，是指从儿童的立场、视角、兴趣取舍教育知识，教育知识的选择、组

织应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经验生活。一如教育家吴研因所言：“儿童本位教育的解释，不过以儿

童为施教的主体，取客观的态度对儿童：在积极方面，视其发育的程序，本身的需要，‘因材施教’‘循

循善诱’，以使其能承受或满足；在消极方面，不以成人的好恶强迫儿童承受，因教师的技术粗劣而摧

毁儿童的身心，或因社会一时的需要而期其早熟，以缩短儿童建筑做人的基础的历程罢了。”c

伴随着儿童本位主义新儿童教育观的广为提倡，1923年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主导，集合各地众多专

家编制而成的“新学制课程标准”得以试行。这次课程编制“一变往日以成人为本的观点，而倾向于

儿童本位。处处顾及儿童的生活、兴趣、能力和需要，并根据学习心理的研究结果，而指示组织教材运

a俞子夷：《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续），《教育杂志》1915年第 7卷第 3号。

b耕莘：《学习法之刷新》，《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 5卷第 1期。

c吴研因：《儿童年与儿童教育》，《教与学》1935年第 1卷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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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教法的要点”。a自此，教材编写的儿童本位获得了法理的支持。

基于儿童本位的教育知识观，在教科书编选方面便是凸显儿童自身的需要，将“儿童文学”或“儿

童的文学”置于教科书的重要位置。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最早鼓吹儿童文学价值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920年10月，他应邀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题为《儿童的文学》演讲，提出了具有儿童本位主义鲜明特

质的文学教育观：“因为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我们供给他，便利用这机会去得一种效果，于儿童将

来生活上有益的一种思想或习性，当作副产物，并不因为要得这效果，便不管儿童的需要如何，供给一

种食料，强迫他吞下去。所以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

是改革，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b周作人在演讲中不仅为儿歌、童话等儿童文学的教育

价值正名，同时对假借“儿童将来生活的需要”的名义编写的成人本位和知识本位教科书进行了批评，

就像其他学者所描写的：“国文一科，差不多‘包罗万象’，实科材料，居其十分之八九……什么萝卜青

菜土瓦木石，一方面说虽很切实用生活；但这实用生活，并不是儿童本身的日用生活，不过教师成人，觉

得以为是实用生活的材料罢了；枯窘乏味，机械呆木，足以阻杀感情，窒塞想象，令人讨厌想逃学。”c

周作人的演讲词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借着《新青年》的强大影响力，儿童文学很快风靡全国，

成为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新鲜和乐意鼓吹的新事物。d例如1921年7月，严既澄在《儿童

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演讲中，认为：“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他所包涵的，是童谣，

童话，故事，戏剧等类，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的东西……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

于现世，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缺的精神上的食料。因此，我认

为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着重这儿童文学。”e1922年，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写道：

“儿童文学无论其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愬于

其精神堂奥者，以表示准依儿童心理所生之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f

恰是因应了儿童本位教育知识观的流行和儿童文学的提倡，在1920年代后大多数教科书编撰者

们均重视“通过儿童眼睛看世界”，例如1923年由庄适、吴研因、沈圻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

制国语教科书》（初小用），八册内容大多与儿童生活有关，尤以小动物为角色的动物故事占了相当大

的篇幅比例，尤其第一册50篇课文中，有超过一半的课文与小动物有关，如《大狗小狗》《大鸟小鸟》

《老羊小羊》《公鸡》《黑猫》《老鼠呀》等。同时，教材编选注意课文生动活泼、合儿童兴趣，如教材第

一册第40课《欢喜》：“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一把

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语句朗朗上口，充满童趣，满眼的儿童的

世界。又如1924-1925年由黎锦熙、陆费逵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读本》（初小用），以儿童文学

为主，注重童趣和生活性，如第4册的《多了一根骨头》以儿童思维方式来写：“先生说：‘人的身体上，

一共有二百零八根骨头。’一个学生说：‘我有二百零九根。’教师忙问：‘什么理由？’学生说：‘昨天

吃饭，咽了一根鱼骨头下去了。’”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该教材同样注意以小动物为主角的动物故事的

编选，体裁多样，涉及儿童故事、童话、童谣、儿歌、谜语等。例如第二册的《花和蝴蝶》《猫捉老鼠》《我

家的狗》，第三册的《老虎叫门》《马和驴》《小公鸡》《两只羊》《谜语》等。

不过，当基于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成为国语教科书主体，“鸟言兽语”“神仙故事”入选小学教材之后，

便引起了学术界的论争。争论的核心焦点是教育知识的主旨是“激趣”抑或“教化”，即“社会化”与“儿

a陈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 41页。

b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新青年》1920年第 8卷第 4号。

c《江苏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第七次会议报告（续）》，《新教育》1920年第 3卷第 5期。

d蒋风、韩进：《中国儿童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95页。

e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教育杂志》1921年第 13卷第 11期。

f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民铎杂志》1921年第 2卷第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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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化”孰重孰轻。例如奉天的桂承荣在给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提交的议案中，便质疑以儿童文学

为主的教科书的知识价值问题，他甚至认为课文中的“小兔子开铺子”兽语与他家乡小孩骂人的脏话一

样粗鄙，故其教科书一文不值。a常熟学者孙雄从强调教材的教化功能立场出发，认为：“吾国蒙童入塾，

向读王伯厚《三字经》，其开宗明义云：人之初性本善。此六字所涵义蕴，何等精深远大。二十年来，主持

教育者率诋旧时经籍为顽固，改用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教科书。其最先教数课有云：大狗叫，小狗跳。他

公司与之争利，亦编有蒙学课本，易之曰：大猫跑，小猫追。蒙养为作圣之基，今乃以此为家弦户诵之本。

宜乎率兽食人，盈城盈野，纵有位育经纶之儒者，其奈此跳踉追逐之猫犬何哉？”b在新学制时期，尽管吴

研因起草的《国语课程纲要草案说明书》中提出教科书内容可含有神话仙人故事，妖怪故事，但仍有学者

存有非议，坚持认为“编辑小学教科，宜采用古今事实，不得多用假托，以免儿童生不信仰之心。”c著名学

者罗廷光亦对《新学制课程纲要》中提及的“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的规定不以为然，对儿童文学的教育

价值提出质疑，他说：“我们始终不相信：所谓儿童文学，仅不过是如近日教科书中所有的些‘猪叫’，‘口

技’，‘狐狸怕狗’，‘鹿吓老虎’……一类的东西；我们更不相信：只有荒诞不经的神仙故事，才能适合儿童

口味，才能引起儿童兴趣。”d这种反对“鸟言兽语”“神仙故事”进入教材的论争一直延续至1930年代。

中小学教科书应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编撰，顾及儿童兴趣和生活需要本是教育的应有之

义，然而一味提及儿童的接受力，同样存在拉低学生语文水平的危险。如何平衡教材的“教育性”、“知

识性”与“趣味性”、“儿童性”之间关系，至今依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教材文体的转型：从“文”到“语”引发的论争

伴随着近代西方学术的大量传入，晚清时发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知识（包括教育知识）的转型，

即一些论者所言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向，是从中国传统教育知识体系向西学近代教育知

识体系的转向。这次转型，随着清末教育改革和《癸卯学制》的颁行而初步完成。

民国之后，在国体变更的同时，教育观念、教育话语、教育知识发生了第二次转型。其中教材文体

转型，是近代第二次教育知识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

虽然就文体而言，早在先秦时期便有言文相合的现象（如《论语》、《孟子》之类），但随着后世语言与

文字的分离，读书、作文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由此也有了文言文与俗语或白话文的对指。所谓“白话

文”，即口语化文字，其起于何时，由于时代变迁、标准不一，学者并无定论，不过，宋明时期一些著名教

育家如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明代王守仁的《传习录》等已具有相当明显的口语化行文特征。进入近

代社会之后，基于“开民智”的考量，自19世纪末便有部分有识之士在“言文合一”主张下，揭开了白话

文运动的序幕。e如梁启超从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以及言文分离所造成的弊端分析入手，提倡以喜闻乐

见、易于理解的形式教育孩童和民众，主张以歌谣、俗语、俚语等为教材，使受教育对象易于理解教材内

容，不再以读书为难事。f被称为“梁溪七子”之一的无锡人裘廷梁1898年在《苏报》上发表了《论白话

为维新之本》一文，在这篇系统宣传白话文的代表作中，作者将文言文与愚民祸国联系在一起，视白话文

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他创办的《无锡白话报》、编印的《白话丛书》，以及组织的“白

话学会”在提倡白话文方面曾发挥过重要影响。事实上在清末新政时期，利用发行白话文报开展民众教

a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155页。

b孙雄：《旧京诗文存》，转自瞿骏《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23页。

c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第 141页。

d罗廷光：《国家主义与中国小学课程问题》，《中华教育界》1925年第 15卷第 2期。

e高时良：《中国教育史论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 273页。

f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218-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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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社会教育是当时较为通行的做法，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发行的白话文报刊达百余种之多。

虽然自清末以还白话文的宣传和使用从未中断过，但其主要指向社会教育层面，即对象主要是社会下

层百姓。白话文真正进入学校教育知识系统，成为中小学官方认定教材的公认文体，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

动时期。这种教育知识转型的顺利完成，主要得之于这个时期兴起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大环境。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最初是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开始。而所谓文学改良主要便是提倡白话文

体。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将“不避俗字俗语”视为文学改良的入

手之一，公开宣称以施耐庵、曹雪芹等所撰通俗文学为文学正宗，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

字。”a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胡适并不同于之前的白话文提倡者，而是主张将白话文引入各社会阶层包

括学术研究之中，“提倡国语的文学，把白话作为求高等文化、高等知识的媒介；一切讲义咧、演讲、报

纸、杂志咧，都改用白话。”b胡适的观点得到了蔡元培、鲁迅、钱玄同等新派人物的大力支持。1919年

11月，蔡元培在给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所作演讲中便指出：“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

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

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c白话文提倡者一般是赋予了白话文三方面价值：顺应时势、普及教育、反对

复古。尽管在此过程中，遭到了林琴南等人的非议，但新派人物借助报刊杂志、演讲等唤醒大批热血

青年，初步完成了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进入教育知识系统合法性社会环境的营造。

不过，真正促使白话文能够较为顺利地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是借助政府力量，通过官方和半官方主持

开展的国语运动而完成该项转型。1921年，胡适在《国语运动的历史》演讲中也承认：“政府是一种工具，

就把国语来讲，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来做。”d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语统一”，即通过注音字母等完成汉字读

音的统一，二是“言文一致”，即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书面语。

民国初年，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1919年，由教育部召集“国语统一”第

一次筹备会议，会上北京大学代表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人提出了三件提案，其中《国语统

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中要求改编小学课本，因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

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语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

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国语一科’以外，别种科

目的课文，也该一致改用国语编辑。”e该提案获得政府认可，1920年，教育部通令从本年秋季开始国

民学校全用国语教授，高等小学国语与国文参合教授。1921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凡师范学校及高等

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提案议决函请教育部规

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教育部复函表示同意。

白话文代替文言成为教材文体，是影响中小学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事件，一二十年后，小学教育

家吴研因依然认为：“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

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小学教科书改用

白话的结果，是小学儿童读书的能力，确实增进了许多。”f

然而，虽然借助政府力量初步完成了教科书文体的白话文转向，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界对此没有争

a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 2卷第 5号。

b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 132页。

c蔡元培：《国文之将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357页。

d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教育杂志》1921年第 13卷第 11期。

e钱玄同等：《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 1卷第 4号。

f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 23卷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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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尤其是面对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那些过于激进的“打倒古文”、“废除文言”一类口号。事实上，虽

然大多数学者对于白话文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价值并不否认，但对于国语进入中小学教材的合理性或者

教材的国语与文言的比例关系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至后来始终存在着争议。

批评者的立场观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白话文进入中小学教材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文

言文有着白话文所没有的“典雅”，“白话的文太繁秽，不如文言的文简洁；白话的文太刻露，不如文言

的文含蓄。所以白话的文是毫无趣味的。”又有人说：“白话的文，今天看了一览无余，明天就丢掉了，

断不能垂诸久远。文言的文，色泽又美，声音又好听，使人日日读之不厌……古人的文章所以能千古

不朽者，就是用文言的缘故。所以我们雅人只要学古，白话的文由他们俗人作通俗文用罢了。”a无疑，

言者是基于精英主义立场颂扬文言文所具有的所谓“贵族性”和审美价值。当时持有这种观点者并

不在少数，如学者刘咸炘同样反对白话文进入教材，认为白话文“乃所以教民，而非教士，可为辅而不

可为主。若遍授学僮，代去文言，则将来难通古书，自失先人遗产，学何以进？”b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

是，这个时期一些用白话写就的课文在“雅”等审美方面存在不足却是不争事实。

另一类是主张白话文与文言文各有其价值，故中小学教材的选文尤其在白话文成为“显学”的热

潮中，应注重文言文特有的价值和地位，这是批评者的大多数。例如早在1919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经

理的陆费逵便认为文言有其独特的价值：“学校固然应当教授国语，但不可全用白话，丢了文言。因为

有许多意思，不是白话能表达得出的。我国的国粹，更是非从文字入手不可的。况且我国现在的文言

与白话，离开的太远。白话太不文明，定要取浅易的文字来改良白话。口里说的话，还要文来改良，笔

下写的，不能全离了文，那是更不必说了。”c在陆费逵看来，话（语）与文是不同的，口语落实成文字

仍需要进行“文”的修饰，“就是白话文，也要检点，不可太粗、太俗、太陋。我对语言文字的意见，是

要语言渐高尚，文字渐平易，求他一致。”陆氏的这个观点与10年后刘咸炘的看法不谋而合，后者也认

为：“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然初止学语，文基已失，加以恶深乐易，能通文者必日希，

将使学术之源不在巨著鸿编而在杂志小报，以言普教，吾见其降教而已。”又说：“若课文能通俗，平民

易知，举其大概，非必严画，此固可通，然遂以通俗易知为文之贵，则有不然。既名为文，即有艺术，虽

至质白，不能有异。蒸民鉴赏之力，绝不齐同。周作人尝言：‘文学本带有贵族性。’此觉悟之言也。”d

在刘氏看来，中小学教材过于追求通俗易懂，将会导致中小学国语或国文水平的降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白话文教材进行批评者，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事实

上，如陆费逵便是一位思想开明者，早在1909年便倡导语言文字改革，发表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

字》一文。民国初年，又曾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等。可见，启蒙者简单地以“桐

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污名化的方式指斥肯定文言文的教育价值者，并不符合事实。

三、教育知识功能的诉求：实用与人文之间的论争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导致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教育知识的地位被颠覆、价值被质疑，相反西方以

科学、实用为特征的教育知识成为人们救国的重要手段。1908年，钱玄同在日记中写下了刘师培之言：

“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故“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e

民国建立之后，新政府在强调以共和精神改造旧时教育之时，依然承袭了晚清“尚实”的教育内

a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1919年第 6卷第 4号。

b刘咸炘：《语文平议》，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77页。

c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中华教育界》1919年第 8卷第 1期。

d刘咸炘：《语文平议》，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第 77-81页。

e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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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并将其作为民国教育方针的内容之一，只不过易以“实利”一词而已。简言之，在民国之后相当一

段时间内，“实用（实利）”是判断教育知识真假、好坏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亦是这个时期教科书编

写的重要原则之一。1912年，陆费逵有感于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

实利主义》一文，强调我国的大患在贫穷，教育上采实利主义是对症下药之举。陆氏具有实用主义色

彩的观点引起了教育界诸多学者的共鸣，如1913年，有人便依据《小学校令》认为：“《小学校令》第一

条明白曰‘授以生活必须之普通智识技能’，此生活必须之普通智识技能一语，即根乎实用主义之要求

而来者也。故教授不切实用，则小学校失其教育之价值。”a同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

之商榷》一文中更具体提出：“（国文）读本材料，全取实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多令作记事

记物记言等体（记物，置实物于前为题，或令写景），尤多作书函（正式书函，便函，通告书均备），或拟

电报（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电报价目表等。旧日《宦乡要则》，今之

《官商快览》，以及坊间印授之日记册，附载各种，实包有无数适用于应用之好材料）习写各种契约式。

书法注重行书。”b著名教育家贾丰臻对黄炎培的观点深以为然，1917年，他在《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

一文中便认为：“读法除国文教科书外，亦多选读短篇之记事文，而论说词章不与焉，此外所当阅看者，

如新闻、杂志、广告、发票、收据、契纸、借据、书信、邮片、公文、告示等，均当注意。”c1919年，他在

《阅北代表扩充全国教育计划书》中依然重申了这个观点。

不仅学者们以“实用”为改造教育的不二良方，同样教科书出版商亦以此相标榜，如1917年商务

印书馆在与《共和国新国文》配套的《共和国新国文教案》中特别标明：旨趣是“以儿童出校后必须之

知识为主，籍立将来独立营生之基地。”

简而言之，“实用”是民国初年流行一时的教育话语，以致有人感慨：“近世教育潮流，非趋重实用主义乎？

研究教育家提倡于前，实施教育家声应于后，于是教材取实用，学科重实用，教授方法亦渐次趋合于‘实用’二

字，此非教育界之好现象乎？察各地学校，自‘实用主义’四字出现以来，几有春风一到繁华便增之概。”d

不过，教育知识的过于“实用主义”化，当时便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人

们对于以国语科实用化后导致人文缺失的忧虑。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基于人文立场的忧虑又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教科书“传道”“教做人”功能弱化的不满，另一种则是对国语教科书由此带

来的文学性减少、审美功能被忽略、学习者阅读兴趣丧失的担心。

从关注教育的“传道”“做人”功能计，1916年，章太炎便对当时学校教育现状甚为不满：“自新

教育潮流输入，亦复守其故说，纳一切学术于书本。师以是教，弟以是率，而不知教育之为道，正不尔

尔。盖教育家，非能教人育人，在能使人自教育而已，彼以书本为教育，实属大谬。教育事业，精神事

业也。”e也有学者对教科书一味操弄富强、功利、实用名词深为不满，认为：“试观今日学校中所授之

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

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之道之敌者，亦几希矣。”f直至1930年代，学者潘

光旦对现代教育丢失“做人”的中国教育传统精神做法依然表示出忧虑，他说：“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

多对不起青年和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育的人做

一个‘人’，做一个‘士’。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

a王朝阳：《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研究》，《教育研究》（江苏省教育学会）1913年第 8期。

b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 11月号。

c贾丰臻：《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教育杂志》1917年第 9卷第 1期。

d张显光：《实用主义潮流中之作文教授》，《教育杂志》1917年第 9卷第 8期。

e《黄炎培日记》第 1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 254页。

f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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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a

其次，从国语学科特有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出发，批评“实用化”教科书实际成为一种“无人”“无

趣”的冰冷知识的陈列，例如在1921年，太玄便著文指出国语教科书过于实用化的问题：“我国之国语

读本中，非文学化之实科教材，触目皆是。例如《稻》《麦》《动物与植物》《气象与天气预报》等之教

材，皆全然非文学化者也。又如高小读本所采择之《道路》《租屋契约》《商标》《行政系统》《信教自由》

等教材，更无全文学的要素。如斯之教材，欲其引起儿童之兴味，不啻缘木求鱼，此所以教授之效绩终

不可得而见也。”b陆费逵虽然是教科书实用化的倡导者之一，但在1919年《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一

文中，仍借德国经验，提出读本的材料应有三个标准，即实用的、美的、国粹的。

过度实用化教材给实际教学带来的危害，令人记忆深刻。国语教科书编撰专家魏冰心1940年代

后期曾回忆：“民国初年，江浙各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及比较前进的小学见于坊间编印的初小国语教

科书，编选既无标准，内容更少兴趣，题材虽多采用常识，而体裁为千篇一律的说明文。使儿童阅读枯

燥无味的说明文，充其量不过能识字读书，而不能培养其阅读兴趣，增进其阅读能力。至所获得的常

识一鳞半爪，一知半解，毫无系统，不切实用。”c

“实用”与“人文”的论争，其实就是今天语文学科功能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问题，至今其依

然是教育实践中需要认真处理的一对关系。

面对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中小学教育知识的第二次转型，虽然基于不同的教育理念、文化

立场对于这种转型保有各自不同的态度，并引发论争，但无论是批评还是被批评，都是各自教育知识

主张的表达，体现了民国学人对教育知识问题的思考。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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